
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 世纪末，即朱明建国二

中国人“华夷大防”的观念本不自明代始，但到了明代

年 月，一个身

波罗。这

百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一个

外国人能人朝为官，像唐朝的晁衡、元代的马可

固然是由于明朝始建于一次反对蒙古族统治的民族战争，加

之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代表，

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失去了“无分夷夏”、

广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而将国门日益一日地紧闭了起来，特

别是发生了自东南沿海直到邻国朝鲜的、与海上敌国日本旷

日持久的战事以后。中国长达数百年的“闭关自守”就是肇

始于明代。

世纪的时候，然而，就在刚交

穿中国衣裳的外国神父和他的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朝阳

门。从那以后，渐渐地，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

为中国版图上（除澳门以外）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数以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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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早期向东方扩张的葡萄牙就把目光投

年罗马教皇

计的西方人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安葬在

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运到这里，藏在这里，其中一部分在

这里翻译出版；涉及天文学、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

学、机械学、建筑学、动植物学、人体科学、医药学、心理

学，以及音乐、美术等等方面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当然还

有宗教文化），在这里传播，或通过这里向其他地区扩散；

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生动活剧，在这里演出，

虽经几起几落，却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如果确定一个终

点，就笔者所见，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在

年此消息传入北京），就明显地减弱了，

年马嘎尔尼勋爵、特别是

解散耶稣会后（

而英国的 年的阿美士德

。勋爵两个使团访华的失败，则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

早在

向了中国。

王唐

在占领了麻刺甲（今新加坡一带）之后不久，葡萄牙国

曼努埃尔一世就给他的一位到东方的臣民下达了指令：

“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

页。年出版，第

编 ，澳门文化署

次重要的文化接触”的时间界定在 年。 葡） 主

》一文中将“中国与欧洲的首

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 在《

册，台湾之时为止”。（《中西交通史》第 年版，第 页。）美国加利

年版，第 页。）方豪先生称：西学东渐“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禁教

耶稣会的解散，前后二百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金水先生说：“它（西学东渐）始于 年利玛窦的来华，迄于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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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雷尔

等等。

日

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是多少？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

的数目和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

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

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

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以

及“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

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

年（明正德八年），若热

年（正

）成为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葡萄牙商人。但是，依照中国

的法律，他只能作短期停留，贸易后即行离去。

德十年），葡萄牙国王决定向中国派遣一名正式的使臣，一

梅

个在其刚刚出版的《东方记》里对中国称赞备至的、名叫托

皮雷斯的人荣膺此任。他携有葡王的正式国书，由四艘

船只组成的船队护送，于 月年（正德十二年）

抵达广东。这也是欧洲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臣。

但在这以前一百年就有郑和下西洋壮举的中华帝国，对

葡萄牙这个欧洲国家却一无所知。客人用以表示敬意的礼炮

使主人感到震惊，以为对方是在寻衅滋事。

明朝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为其对外政策基石，与之交往的

，

外国不是藩属，便是敌国。当朝廷得知这个从来没有朝贡称

臣的佛郎机国（即葡萄牙）使臣求见时，便轻易地拒绝了。

《明实录》记载道：“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予之。

葡萄牙使者吃了闭门羹后，并没有放弃，而是留在广州

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八。

期。年第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见《中国史研究》，

《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有关葡萄牙航海与征服档案汇编》，转引自万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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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武宗总算回京，却大年（正德十六年）

等待机会。一年之后，葡国使团的一个“通事”（翻译）火者

亚三通过行贿佞臣江彬而见到了明武宗，并获得武宗好感。鉴

于明廷对不曾来往过的葡萄牙国存有偏见，火者亚三便自称为

麻刺甲的使臣。于是明廷改变初衷，允许该使臣进京。

年（正德十五年）葡使一行于 月再度北上，经过

四个月的行程到达南京。当时明武宗恰好就在南京，但无意

接见葡使。使团只好继续北上，在北京等候武宗回銮。又过

了一年，

病不起，很快便一命呜呼了。这时正好被葡萄牙占据了国土

的麻刺甲国王的使者来到北京，请求帮助以恢复国家，同时

戳穿了火者亚三的谎言。于是在武宗死后不久，明廷即下

令：包括葡萄牙使团在内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回国”。

火者亚三因冒充麻刺甲使臣被处死。葡萄牙使臣皮雷斯在广

州被押进监狱，不久就病故在狱中。当时在广州的城门上榜

示着皇帝的敕令：“永不许胡须大眼夷人入境。”

这就是葡萄牙来华的第一位外交使臣，同时也是欧洲来

华的第一位使臣的命运。

出现在澳门附近的海面是

第二个遣使来华的西方国家是荷兰。荷兰的商船第一次

年（明万历三十二年），但他

后，荷兰海军的

们的通商要求也被拒绝了。三年后，当他们第二次遭拒绝

艘战舰向澳门开了炮，结果是连同司令

雷伊松上将在内的三分之一的荷军葬身鱼腹，残兵败将撤到

了台湾，后来又被郑成功赶下了大海。荷兰人后来同意非常

屈辱地每年进贡，以取得他们所十分希望得到的贸易的许

页。

①转引自戴裔煊《明史 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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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能见到皇帝就被打发走了。

使中国紧闭的国门稍稍有所松动的，是来自西方的耶稣

节，转引自（美）约瑟夫 塞比斯

。一种更为尖刻的描写称：“他们（指荷兰人）像罪犯

可。但是“即令做出了这样的屈服，他们仍未得到这个许

可”

但是，即使是

一样解送到京师，在京城当成乞丐一样看待，随后又像押送

骗子一样送回广州。并且，只要那些司礼者们认为合适，他

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行三拜九叩首的大礼。”

这样，荷兰人仅仅得到八年一次、每次四艘商船的贸易机

会。而相反，这更使中国人确信，中国是惟一的中央帝国，

其他各国都须向中国俯首称臣。

距离中国最近的欧洲国家俄罗斯，在明万历年间

）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个使者。因为没有带来令中

国人感兴趣的贡物和以贡物所代表的政治上的臣服，俄使根

年（清顺治十一年），

。

另一个俄国使者巴伊科夫来到北京，他坚持必须按照西方的

惯例，先见皇帝，递交国书，然后才进献礼物。而且在晋见

皇帝时，拒绝遵循中国的叩头的礼节。他的态度“激怒了中

国朝廷。于是将礼物退还，并下令着巴伊科夫离开北京”

这就是明王朝对打算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欧洲

国家的态度。要打开这扇紧闭的大门真是比登天还要难。

（葡）徐日升《徐日升日记》第

年版，第记》，商务印书馆 页。

第

）著，王立人译《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

卷，商务印书馆（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年版，第 页。

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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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死在名叫“上川”的小年

会士；使北京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

一个重要的动力的，也是这些以其先驱利玛窦为代表的采取

“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

世纪四五十年代，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的密友沙勿略

来到东方，他在日本试行了后来被称

作“适应政策”的若干做法。但是沙勿略没有来得及在中国

实现自己的设想，就于

岛上。

葡萄牙正式的外交使团被中国拒之国门之外，但是葡萄

牙的商人却以行贿和欺骗的方法得到了一块可以落脚的飞

地 澳门。然后手擎十字架的传教士也接踵而来。抱着

“欧洲人至上主义”的传教士们，在沙勿略死后的三十一年

间，多次试图进入中国定居传教，但都碰壁而归。

年，新任的耶稣会印度巡察使范礼安（

）从果阿到日本去，第一次路过澳门，并在那里住

了九个月。这期间他仔细观察和思考了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与

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葡萄牙人对在澳门的皈依天主

①本书中出现的传教士如有中文名字，尽量采用，并在必要时注明其原名。

原名以（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年版）和（法）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年版）为准。

》一文中指出：“在（沙勿略）《

人）也未获得

后的三十一年里，他的同仁和继承者以令人钦佩的毅力试图打开中国的大

门，但始终未有大的成绩。就算有些人能成功进入（曾有

人的情况。见居留，只好在短期内离开。”他在文中记述了这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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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使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得到保障。

教的中国人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则应该被抛弃” 。在一种全新

）和利玛窦思想的指导下，罗明坚（

先后被派到澳门，学习中文，继而进入中国内地，在

肇庆住了下来。

皇帝的

通过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逐步深入的观察和分析，

两位神父以及他们的上司范礼安一致认为，要想在中国成功

地传播福音，非要到北京去，争取到最高统治者

年批准不可。利玛窦在 月的一封书信中强调说：“如

派遣神父们出使中国，非得有皇帝的正式许可，或他属官员

何进入朝廷？”

的同意不可。”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晋见皇帝？如

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仅仅因为要占有他们的

。

住所，就险些将他们驱逐出中国，使他们多年惨淡经营的传

教事业几乎毁于一旦的教训，更坚定了他们的这一信念。在

失去了肇庆的定居点后，利玛窦选择了韶州作为新的定居

点，就是因为“它是去南京和北京的必经之地”

年，利玛窦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与兵部尚书石

星同行，离开韶州北上，到达陪都南京。他虽然没能在南京

长住，却获得了在南昌的定居权，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

绩。两年后，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新建立的中国教区的

第一任会长，在接到任命书的同时，他还接到范礼安的指

示，即尽一切努力到北京去开辟一个定居点，以便影响皇

年，利玛窦第一次

页。③同上书，第

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 页。年版，第

罗马 页。年出版，第

，见（意） 编

美）魏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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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世，这十年是利玛窦

北京前进。最后他终于成功了。

进入北京，同样没有成功，返回后却得以在南京定居一年

多。利玛窦就是这样进两步退一步，再进两步再退一步地顽

强地向着他的既定目标

延续了

年，利玛窦终于进入了帝国的首都，并且将明王朝

年的“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打开一个缺

口

。

，获得了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类似

于正式官员的朝廷颁发的俸禄。他虽然没有真正地见到皇

帝，但间接地与皇帝建立了联系；他虽然没有得到皇帝批准

传教的正式文书，但是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他生前获得在

北京市内建造教堂的许可，死后又得到了靠近城市的墓地

这都显示了皇帝对天主教的容忍。他已经在客观允许的条件

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目的。

从 年进入北京，到

事业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

他陆续出版了

《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期间，

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

南

学遗牍》、《乾坤体义》、《西字奇迹》等以中文撰写的书籍；

这期间，他多次修订和翻印了《世界地图》，直到把它挂在

皇宫里；这期间，他建造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

年（万历二十九年）二月，礼部题：“《会典》止有西洋国及西洋琐里

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不宜令人宫禁”，“勿令潜住两京”。见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六。

年版，第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

页写道：“在举行丧事弥撒那天，有大批记》，中华书局

教徒参加，其中有一个知名文士非常熟悉朝廷办事的手续，他回家之后忽

然想到皇上或许可以踢给一块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的坟地。他认为这就等

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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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庞迪我（

堂，并把它办成展示欧洲科技、文化和宗教的博物馆；这期

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在他生

间，他通过对北京经纬度的实地测量，断定北京就是“汗八

里”，而契丹就是中国北方的一部分，从而解决了困扰西方

学术界多年的“北京与汗八里”、“中国与契丹”关系的疑

团；这期间，他发出了大量的书信（目前保存下来收入《利

玛窦书信集》的有

命的最后两年中，当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便

着手撰写回忆录，这部手稿后经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

的标题在补充整理，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史》

欧洲出版问世，该书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

的经历和他对中国的认识，成为沟通东西方世界的经典之

作。不仅如此，作为他的随从与他一起进入北京的西班牙籍

，教会了宫廷乐师（太

其中有写于

监）弹奏西洋铁琴；同时庞迪我也向欧洲寄发了大量书信，

年的长达几百页的一封以《一些耶稣会士

年出版，将被西方人认

进入中国的纪实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及该国固

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的题目于

为是“神秘之国”和“神秘之都”的真实面貌介绍到欧洲。

利玛窦首先用以打破禁闭国门和森严法律的“武器”，

不是无敌舰队，而是“征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几何

原本》和《万国地图》，是吸引不务正业的万历皇帝的好奇

心的自鸣钟。接着，徐光启、邓玉函、汤若望等用以对抗

“南京教案”的反教浪潮，继续捍卫天主教在京师存在的

“武器”，不是枪炮，而是帮助朝廷准确预报天象的科学知识

和抵御外敌的造炮技术。这两项“拿手好戏”，进而使耶稣

①该书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于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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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外天文数学知识的

会士们不仅顺利地度过了改朝换代的动荡，而且创造了“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局面。汤若望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

位钦天监的洋人主管，而且获赐通政大夫、太常寺卿、光禄

大夫等职，成了顺治皇帝无话不谈的“玛法”，得到“通玄

法师”的封号。虽然在顺治皇帝死后，汤若望遭遇冤案，其

他各地的传教士被强行解至广州，但在康熙亲政后，天主教

则开创了在华的“黄金时代”：南怀仁做了皇帝尊敬的老师；

钦天监几乎成了传教士们的固有领地；纪理安在紫禁宫里开

办了玻璃车间；戴进贤服务于位于圆明园内的被称作“蒙养

斋”的数学院。康熙皇帝甚至还正式邀请更多的身怀绝技的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到北京来。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果然派

遣了“国王数学家”白晋、张诚等人来华。在康熙的亲自策

划和组织下，经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两项堪称

为中西文化交流结晶的大型工程得以完成，这就是编纂汇集

卷的《律历精蕴》和第一部以西

方先进方法测绘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自然，书籍的

编纂和地图的汇总，都是在北京完成的。

就这样，利玛窦和遵循利玛窦“适应政策”与科学传教

方针的耶稣会士们，成功地将西方文明，西方的科学技术、

艺术和宗教带进了中国，带进了北京，在差不多整个康熙时

代造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

作为北京在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的内

部原因，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皇室对部分西方科学技

术的需要和对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的需求。如果说万历皇帝

对自鸣钟的偏爱主要是属于个人兴趣的话，那么从天启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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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万历三十一年）

日

引进“红夷大炮”和崇祯年间的修历、造炮，到顺治、康熙

年间的继续修历、继续造炮和测绘地图等等，则更多的是出

于富国强兵的客观需要，不管是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企图挽

救自己，还是一个新建的王朝企图巩固自己。

观天和修历是明清两代王朝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和传教士

的最重要的领域。位于宣武门教堂东侧的原晚明时代的“时

宪局”和东便门一隅的清代的“钦天监”，曾一度成了耶稣

会士最能施展其卓越才华的地方。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来以农立国，靠天吃饭，因而崇

拜上天。中国的皇帝也自称为天之子，所以历朝历代都特别

重视天文历法。中国曾有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天文记载。在很

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天文学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

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为了远航导向的需要，欧洲的天

文历算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把中国甩到了后面。

年（万历二十四年），寄居南昌的利玛窦曾准确地

日的日食，而官方则预报有误。他在进入北

月年（万历二十九年），又预报了

日的两次月食，以及

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实际发生的天象每一次都与利公测

算的结果吻合，而朝廷中专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所预测的时

间，几次都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

事，这意味天朝代天而言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

随后发生的多次日、月食的误报，招致了举朝的非议，

改历之说由此鹊起。虽有众议说非徐光启及西洋传教士不能

担此重任，但真正将此重任交给外国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几经周折后，新上台不久的崇祯皇帝终于决定，由徐光启主

持“时宪局”，延揽西士，采用西法，开始修改历法的工作。

预报了 月

月

京的当年，即

和

月

第 11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崇祯历书》

耶稣会士中邓玉函、罗雅谷，以及后来的汤若望先后服务其

中。

年，当北京处于政权频繁交替、兵荒马乱之时，汤

若望却仍坚守在南堂，保护着尚未镌刻完毕的

的木版。为了表明新朝的顺天承运的合法性，入主北京的大

清王朝非常需要有人替他们观测天象，颁布历法。摄政王多

尔衮不但对汤若望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

历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在历书上批下了“依西洋

新法”五个字。鉴于汤若望在天文历算领域的杰出才华和敬

业精神，大清皇帝颁旨，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的钦天监掌印

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此

后，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

鲍友管、傅作霖、高慎思、安国宁、索德超、汤士选、李拱

其间还有任监副职务的安多、徐日升、鲍友管等人。

辰、福多明我等相继主持钦天监，直到最后一任的毕学源。

主持

钦天监的神父们翻译了大量西方天文书籍，铸造了若干大型

天文仪器，并一再修订了历书。他们不仅供职于国家天文观

象台，还在南、北两堂建有自己的小型天文观象台，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内忧外患接踵而至。

其次是造炮。大明王朝到了熹宗的天启年间气数已尽，

年（天启二年），后金大军直逼山

海关，威胁京师。徐光启、杨廷筠等上疏，言澳门葡萄牙之

兵能操红夷大炮，勇猛无敌，可以借来御敌。又言耶稣会士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 页载有 年任钦天监的耶

稣会士名录和任期表。笔者参考各位耶稣会士墓碑碑文，对该表内容做了

若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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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大军包围了山海关外的孤城 宁远。守卫宁

年（天启六年），后金大汗努尔

皆博学宏深、多才多艺之人，宣来京城，于保国大有好处。

天启皇帝遂命传教士进京。接着被称为“红夷”的葡萄牙人

制造的大炮乘舟北上。

哈赤率

远的明军将领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上城墙。没想到这种西洋

大炮威力无比，把每战必胜的八旗铁骑打得落花流水，连努

尔哈赤也被打成重伤，不久便忧郁地死去了。西洋大炮的使

用曾一度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明军原来在善于骑

射、长于野战的后金八旗面前一筹莫展，屡战屡败，自从有

了西洋大炮，他们创立了“凭坚城用大炮”的新战术，多次

击退后金的进犯，致使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数年不敢再

围攻装备有西洋大炮的宁远、山海关等战略重地。

崇祯末年，皇太极的满洲八旗兵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对明

王朝形成了钳形攻势，战争成了朝廷压倒一切的首要大事。

这迫使崇祯皇帝朱由检再次求助于西洋的先进技术。买炮已

经是远水不解近渴了，需要自己制造大批量的这种具有较大

杀伤力的武器。崇祯皇帝决定由汤若望来主持制造火炮。当

然大炮并没能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

年（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起兵反清的三位汉

族藩王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战争打响了。皇帝命南

怀仁负责修炮和造炮，南神父以不懂兵器和教士不应参与杀

戮之事为由，竭力推辞。康熙帝甚为不悦，神父只好从命。

南怀仁造的大炮，有力地支援了平定三藩、统一国家的战

争，为此南怀仁进一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被授予工部

右侍郎之职。康熙甚至将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赏给南

怀仁。

在北京，外国传教士的另一“用武之地”是在外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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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荷兰使者又一次来月

。

域。他们大多能通晓多国语言，了解欧洲国家的情况，熟习

国际交往的常规。而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国家频频向

中国派遣使团。因此传教士们在中国政府与欧洲国家办理交

涉时，担任了翻译的工作，实际上也起到外事顾问的作用。

特别是在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时候，有专家认

为，徐日升和张诚“起了保证实现康熙的意图的私人监督者

的作用”

年（顺治十二年）

华，向皇帝进献礼物。汤若望担任翻译。他出于狭隘的国家

和教派利益，迎合了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倾向，阻挠了中荷

建立正常的商务来往。从中也可见他在外交活动中所起到的

重要作用。

缺少的角色。

南怀仁也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外交接触中担任过不可

年（康熙十五年），俄罗斯国沙皇派遣使

年

者来到中国。清政府知道南怀仁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又会汉

语和满语，就让他参与此次外交活动。十年后的

（康熙二十五年），南怀仁又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一次翻

译。

年闵明我奉旨出使欧洲，康熙皇帝派他为驻罗马和

莫斯科的私人大使，会见俄国沙皇，以便解决中俄在满洲边

界的争端。

中俄在尼布楚的谈判，是我国第一次与外国进行的平等

谈判。由于康熙皇帝面对俄罗斯和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叛

军两方面的威胁，不得不与俄国寻求一项妥协办法，以便集

中力量平息噶尔丹的叛乱。他意识到，与以往对外交往所涉

① 页。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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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头翻译，并将俄使的国书译成中文。

因为当时的中国官员缺少以平等、互惠的

及的“对中国无关紧要的贸易”不同，此次谈判事关重大，

“要和俄国讲和，以便可以无牵掣地去对付噶尔丹蒙古人。

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个尽可能严格约束俄国人的条约”，

“然而，既要订立一个对俄国人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那

么就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订立，也就是说，必须在平等互惠的

基础上来订立。”

精神处理相关国家间的纷争的概念，也没有与外国签订合约

的经验，因此，西方传教士的参与是绝对必要的。

徐日升和张诚果然不辱使命，对俄国使者折冲樽俎，促

成了条约的签订，使康熙皇帝的整个战略部署得以实现。

年（康熙三十一年）皇帝发布的利玛窦梦寐以求、为之

奋斗了一生而没有得到的有关传教自由的诏书，就是对徐日

升、张诚的回报。

年（康熙五

世纪初，教皇特使铎罗来华，德国籍的传教士纪理安

是在双方斡旋中参与交涉最多的人。其他的耶稣会士如戴进

贤、刘松龄等，也曾受命承办过外交事务。

十九年）俄国使臣伊斯曼诺夫来华，戴进贤奉命作康熙皇帝

年（乾

两。

隆十七年至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朝廷委派刘松

龄主持接待。乾隆因其交涉成功特赏给刘松龄三品官的俸

禄，外加白银

为宫廷服务，特别是为皇室服务，是中国皇帝允许西方

传教士在华、尤其是在京居住的第四个主要原因。万历皇帝

破例让利玛窦居京的动机，就是负责维修他所钟爱的西式钟

表。白晋、张诚用奎宁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而得到建造北堂

页《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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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访的人更多，每天接待的人达 人以上。”

的赏赐。纪理安在他的“玻璃车间”里不仅造出了望远镜所

用的镜片，也制造了各种各样豪华的灯罩和其他礼品。雍正

皇帝批阅奏折、办理公务离不开洋教士制造的眼镜。郎世

宁、王致成作为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师，在内务府“养心殿造

办处”领取俸禄。郎世宁、蒋友仁直接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

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还有其他不少的传教士成为宫廷的

工匠、乐师和医生。

综上所述，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为皇室服务

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

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

场所。这也就成为他们能够在一个“闭关自守”封闭帝国的

封闭都城中长期存在，并使之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西文化交

流中心的理由。

作为首都，原本就是文人精英荟萃之地，有记载云：

“利玛窦在平常的日子，接待来访的人不下二十批。每逢节

再加上几

年一次的全国举子会试和官员的朝觐及大计，大量的文人和

官员定期地聚集在北京。特别是在利氏生命的最后一年，即

年，既是朝觐之年又是会试之年， 多名官员和

多名考生聚集在京师，数以千百计的文人争相一睹利子之风采

和教堂里的西洋奇器。利玛窦曾为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慕名来访

者忙得疲于奔命。然而西学、西器以及利玛窦等传教士撰写的

和翻译的书籍，便正是以此为渠道，向全国扩散。

不仅如此，由于北京是明王朝的首都，实际上成为了

“东方文明的交汇点”。法国学者裴化行写道：“尽管边境缉

页。《利玛窦与中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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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对此做了专门的搜集，这里就不

页。

查严加限制，它（指北京）始终是吸引的中心，整个东方都

围绕着它旋转。”“早在此时，朝鲜人就知道他（指利玛窦），

作为西方科学文化“展览馆”的南堂，

因为他们每年都有使臣到北京来，不仅带回去商品，还带走

书籍和科学情报。”

也经常出现在朝鲜人的笔下。黄时鉴先生在《朝鲜燕行录所

记的北京天主堂》

。

再赘述了。清初时期，朝鲜国王李淙的太子曾作为人质住在

北京，汤若望与他结识，送给他一架天球仪、一幅基督圣像

和一本世界地图。当他回国时，就将这些西方文化的载体传

到了朝鲜宫廷。此外，很多到北京贸易的穆斯林商人都认识

利玛窦，以至“利玛窦名声远扬，甚至达到戈壁滩的尽头”

虽然日本在朝鲜战争战败之后中断了与中华帝国的官方贸

易，但民间交往的渠道并未完全断绝，《几何原本》和世界

地图也很快就传到了日本。

可见，当时的北京不仅在中国范围内，甚至一定程度上

在整个东方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四

帮助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地进入北京，并与之合作，

将西方文化带入北京的，是一批思想开明、勇于进取的中国

文人和官员。他们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认识作用、宣传作

用、帮助作用、中介作用和保护作用。

年版，第（法）裴化行著，管振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

页。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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